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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从中可以揭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诸多特

质。通过对现有史料的交叉对比，对这一经济指标予以重新核定。从核定结果看，当时的东北农村存在着

两种对立的趋势：一是传统商品经济遭到破坏，农作物种植结构向自给化倒退；二是日本殖民者根据自身

需要强行推广的新兴作物呈现畸形增长。这两种趋势既揭示了伪满政权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力的破坏远大

于建设，也充分暴露出日本殖民者低于成本价掠夺东北农产品的暴虐性及其不顾客观实际、强行扩张其所

需农作物的掠夺本质与荒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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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分析与数据核定 

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生产力问题，目前学术界

主要集中于单一农产物的发展史或农业技术史，

鲜有对该时期农作物整体生产情况进行较为全

面系统的研究。而且就现有的涉及上述问题的少

数研究成果而言，其研究重点亦聚焦在对几项主

要农产物的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的核定上。对于

农作物整体种植结构情况这一重要的经济指标

往往缺乏足够关注，即便是东北农业史的代表性

研究成果如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

史出版社，1993）和山本有造《“満洲国”经济
史研究》（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等亦难以
避免上述缺憾。 

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当时

原始资料记述的缺陷。首先，缺乏一套记录或能

赖以推算出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

情况的时段连续性资料。大多数此类资料仅仅反

映一年或数年的情况，还有一些资料记录的仅是

几种主要农产品的情况（这也误导了不少后来的

研究者）。特别是伪满后期，因局势动荡和日本

殖民者迫不及待地全力疯狂掠夺东北农产品，有

组织的农村调查统计工作大大停滞，从而导致这

一时期东北农村可信的统计数据极其缺乏。其

次，各个不同系统资料的统计口径分歧严重，以

油料作物为例，一些资料将大豆、大麻子、小麻

子、苏子等多种油料作物的数据分别详细开列，

而其他一些资料则仅列出大豆或少数几种油料

作物的数据，将其他油料作物与一些未开列的农

产品如果蔬等归类于“其他”，由此造成使用不

同来源数据进行年代比对的工作困难重重。另

外，当时统计工作主体业务水平和业务要求各不

相同，有些统计工作对准确性要求较高，而有些

则仅要求业余统计员对情况做出一个概估，因此

伪满时期农业统计数据的可靠程度参差不齐，不

同来源数据相互矛盾的情况时有发生。此外，对

使用数据可靠性的考证亦较为复杂。笔者对比分

析了现存不同年代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

积数据，并对其统计口径和可信性进行了逐一核

对，在这一基础上，将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

结构变动情况加以整理，结果见表 1。该表涵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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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满初期、中期和后期有代表性的六个时间节

点：其中 1931、1932年的数据主要来自满铁经
济调查会的《昭和七年满洲产业统计》，[1] 是当

时东北经济统计的权威机构——满铁经济调查

会的调查统计结果，具有很高的可信性。1937、
1940、1943年的数据则来源于东北财经委员会调查
统计处所编写《伪满时期东北经济统计》，[2] 是解

放初期对伪满兴农部、满铁、关东州经济会等机

构所遗留统计数据的整理，其权威性不容置疑。

伪满崩溃前的 1944-1945年情况十分混乱，伪满
当局将主要行政力量投入到疯狂的粮食出荷工

作中，大部分理性的调查统计工作都趋于停滞，

且这一时期资料散佚比较严重，现存数据亦较为

混乱，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经济调查研究处是第

一批接触日伪遗留资料的研究机构，然而其所研

究资料中又有相当部分在内战中再次散佚，因

此，该研究处整理编写的《东北收复区（辽宁、

辽北、吉林省）农产物生产量调查报告书》一书

无疑对了解这一混乱时期东北农村生产状况具

有珍贵的参考价值。[3] 此外，《昭和七年满洲产

业统计》在统计口径上将不少纤维作物和油料作

物归类入“其他”项中，幸好在《东北经济小丛

书系列 农业（生产篇）》和《满洲农业要揽》这

两部公认可信度很高的资料中有不少相关的数

据，由此亦不难推算出这两种农作物当时大致的

种植情况。[4]50-69,123-135，[5]416-432
 

综上所述，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

动的基本情况可见表 1所示： 
表 1  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情况(%) 

 1931 1932 1937 1940 1943 1945

高粱 21.20 19.77 20.9 21.43 22.50 34.2

玉米 7.03 7.43 8.96 11.85 15.46 13.54

谷子 15.88 16.53 19.17 20.27 19.70 15.74

其他粮

食作物 

11.84 11.85 12.3 12.4 11.85 5.84

小麦 11.28 10.90 7.70 5.22 3.04 0.85

棉花 0.28 0.31 0.67 0.74 0.76 3.26

其他纤

维作物 

0.34 0.33 0.41 0.81 1.20 2.09

大豆 29.88 30.00 22.17 19.52 16.34 16.33

其他油

料作物 

1.42 1.72 1.96 1.73 2.35 1.68

果蔬及

其他 

0.27 0.68 4.42 4.29 5.17 4.7 

水稻 0.58 0.48 1.34 1.74 1.63 1.77

二、粮食作物对传统商品化作物的替代 

在现有的关于伪满时期农业的研究中，一方

面对作物种植比率缺乏较长时段的数据整理，另

一方面多侧重于研究水稻、棉花等单项作物在伪

满政府干预下的畸形发展。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

觉，似乎上述作物的畸形发展可以完全概括伪满

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的变动趋势。实际上，

通过前面对不同时期东北农作物种植面积比率

数据的整理可以看出，上述概括并不准确。

1931-1945年间，伪满政府全力扶持的水稻、棉
花等作物确有很大程度的增长，棉花从 0.28%上
升到 3.36%，水稻从 0.58%上升到 1.77%，然而
即便是到了 1945年，其所占比例仍较为有限，
难以概括农产结构变动的整体情况。就粮食作物

比率的提高而言，高粱、玉米、谷子、其他粮食

作物四项总和从 1931 年的 55.95%上升到 1945
年的 69.32%，而东北传统商品化作物的代表
——小麦和大豆，从 1931年 41.16%下降为 1945
年的 17.18%，这种情况显然更能够代表这一时
期农产物结构的变动趋势。 

大豆、小麦等传统商品化作物被粮食作物替

代的趋势在日本侵占前的东北某些地区就已经

开始出现。东北地区农户往往选择将一些货币价

格较高的农产物大部分出售以换取货币，进而购

买用来该地区稀缺的织物原料——棉花。在日本
侵占东北前，东北农民主要是选择将大豆和小麦

作为商品投入市场而非自身消费，其商品化率常

年保持在 80%以上。[6] 受人地压力和市场价格动
荡的影响，这两种作物的种植比率在 1931年前
就开始在东北部分地区出现被粮食作物替代的

趋势。[7] 不过在日本侵占东北以前，上述现象还

仅存在于部分地区，从整体上来说并不显著。 

日本侵占东北后，因时局混乱和国际市场变

化等原因，东北地区传统商品作物的贸易受到很

大冲击。以大豆为例，“东北方面大豆、白米生

产，亦告过剩。于去年（1933 年）竟有将大豆

作燃料的骇人事件”；[8] “哈尔滨函：⋯⋯大豆

近来行市节节下落⋯⋯往年视同黄金之粮产，而

今至无人过问。”[9] 贸易市场的萧条，进而加速

了商品化作物在农户种植领域的退出。 

不过，对传统商品化作物冲击最大的因素则

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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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在制定掠夺方针时，对东北大豆提出

要“奖励多种经营农业”，对其加以“抑制”“替

代”，进而实现东北农产品种植结构向日本军需

战备急需的“特用作物”转变。[10] 而对于小麦，

伪满当局虽然名义上也提出要“改良增产”，与

棉花、洋麻、大麻子等更急需的战备物资相比，

对促进其生产所做的工作可谓微乎其微。特别是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深陷战争泥潭，其对东北地区

农产品的掠夺也越来越近乎杀鸡取卵，饮鸩止

渴。在这种情况下，农家出售传统商品化作物获

取货币收益的可能性也日渐渺茫。 

日本殖民者对于东北农村农产品的掠夺主

要是通过掌控东北农产品流通领域来实现的，即

通过殖民政府国家机器强力介入粮栈等东北农

产品原有收购机构，使农民一切出售农产品的行

为必须按照规定的价格在日伪政府监视下进行，

从而以远远低于合理市价甚至生产成本的“公定

价格”强制征收农民出售到市场上的一切农产

品。如表 2所示，很多农产品的“出荷价格”尚
不及生产成本价的一半，可见其掠夺的残酷性。

而雇工、肥料等生产成本价格也随着日本殖民者

经济统制政策的推进逐步升高。因出售农产品难

以收回成本，农民对于农业生产资本投资的积极

性很低，农业生产中肥料、畜力、雇工等要素投

入数量明显不足。这就导致伪满统治时期东北农

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东北农作物的亩产量连

年下降，1931-1944年间，仅高粱、玉米、粟米
三种主要粮食的亩产量就下降了 13.3%。[4]4-5 在

这种情况下，农民投入越多，则亏损越大，因而

势必倾向于选择低生产成本的作物。根据 1939
年伪满“产业部”的统计，东北农村中每石大豆

的生产成本为 7.47 元，每石小麦的生产成本为
9.36 元，每石高粱的生产成本为 5.09 元，每石
玉米的生产成本为 4.92 元，每石小米的生产成
本为 4.72元。[5]446-464 另外，小麦受病害影响颇大，
还存在着收入不稳定的问题。在市场价值规律完

全无效的情况下，选择粮食作物远比选择传统商

品化作物更容易降低生产成本上的风险（表 2）。 

特别是到了伪满后期，日伪的“粮食出荷”

越来越带有强制性，其数量则完全依靠伪满当局

的需要落实到每户农户。为确保“出荷”数量的

完成，伪满政府往往“与农民签订‘出荷’契约，

春订秋不变”，不管秋后收成如何，都强迫农民

如数“出荷”给日伪组织的“出荷督励班”。一

些地方甚至发展到“武装出荷”这种明火执仗的

抢劫行径。[12]44-45 当时东北地区的“出荷额往往

在粮食生产总额的一半以上，农民在平常年景只

能吃糠咽菜，如遇荒年，只能家破人亡”。 [12]186

以阿城县为例，该县在将自己所生产的粮食半数

都交了出荷，“剩下的粮去了交地租、做种子、

饲料，余下的口粮已经是所剩无几了”。[13] 面对

伪满政权完全不计后果的疯狂掠夺，东北农村的

粮食自给都成为问题，传统商品化所带来的些许

货币收入对于东北农民来说更加没有实际意义。

除大豆尚因土地轮作原因保留一部分种植外，大

批种植传统商品化作物的土地被生产成本更低、

生存需求更为迫切的粮食作物所替代。 

表 2  1939 年伪满各地公定粮食“出荷”价对生产成本

的比率（%）[11] 

 大豆 高粱 玉米 小麦 

克山 58.1 106.4 94.1 88.9 

龙江 44.6 80.8 88.7 — 

呼兰 48.6 104.1 100.6 97.7 

双城 44.4 107.4 84.6 104.2 

永吉 46.6 69.3 70.8 — 

沈阳 79.1 137.1 — — 

辽阳 62.8 — — — 

海城 57.9 — — — 

三、虚构的“农业经营多样化” 

从表 1中可以看出，在伪满统治时期，除大

豆以外的油料作物、棉花等纤维作物、水稻等均

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虽然每项增加的幅度均

有限，但如相加起来却也不容忽视。1931 到 1945

年间，大豆以外的油料作物的种植比率从 1.42%

上升到 1.8%，水稻从 0.58%上升到 1.77%，纤维

作物从 0.62%上升到 5.35%。另外“果蔬及其他

项”也从 0.27%上升到 4.7%。对于上述现象，

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这种农业生产的多样化

是日本统治东北农村过程中“新作物栽培技术”

和“化学肥料、农业药剂使用技术掌握”的结果，

可算作是“日本对满洲经营”的“无形的成果”。
[14] 在国内，普遍认为上述现象系日本殖民者对东

北农产品实施掠夺政策的必然产物，也有一些研

究者倾向于部分承认其对东北农业近代化所起

到的客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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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这一时期东北出现的“农业经营多样

化”，必须结合日本对东北农业殖民化改造这一

大的历史背景来分析。目前，学界对于日本对殖

民地区实行的农产品掠夺政策常常存在一种误

读，即认为日本殖民者更多地倾向于掠夺殖民地

区的具有比较优势的固有农产品，而在日本殖民

地体系的设计中，平衡日本本土与各个殖民地间

“供给上的不均衡”是首要问题。由于各殖民地

间物资流通的“不畅”，特别是货币贸易常“与

危险相伴”，日本殖民者显然更倾向于将各殖民

地间的农产品进行工业加工后交换，而非简单地

将初级农产品在殖民体系中流通。[15] 这种现象随

着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溃败而愈发突出。因

此，就东北农业而言，“对于仰给‘外国’农产

品讲求自给之法”显然更受关注。[16]32  

对于棉花、洋麻等纤维作物，以及水稻、大

麻子和小麻子等“特用油料作物”的种植，日本

殖民者相当重视。无论种植面积还是种植比率，

这几种作物在伪满时期都有较大提升。棉制品历

来系输入东北最大宗的商品之一，扩大东北地区

自产棉花的种植也一直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视作

“充实‘满洲’战略资源”的重要举措。而洋麻

“可供做优良麻袋之原料”，扩大其种植是为了

掠夺农产品，达到 “麻袋之自给自足”。水稻的

种植可以确保日军军需的大米。而大麻子则“不

仅可为飞机及其他精致机械之润滑油，在药用方

面，亦颇重要”；小麻子亦随日本“转向战争”，

而“需要骤增”。对于这两种急需掠夺的农作物，

伪满政府也“劝导强制并行”，尽力扩大其种植

的比率。日本殖民者对于那些他们认为战备上并

不急需的纤维和油料作物，不但在生产组织上加

以忽视，甚至还经常加以打压以促其萎缩。恰如

前述，日本殖民者一直在极力推行“农业经营多

样化”，促进对大豆的“替代”。另外，因伪满政

府对于大麻子等战备急需油料作物“严定限量，

迫令供应，致农民对芝麻以及落花生、向日葵等

已无暇顾及”，因而造成这几种油料作物的种植

比率在伪满统治时期出现持续下滑。对于原来东

北地区种植较多的青麻，日本殖民者亦“拟利用

青麻之耕种面积，谋洋麻之增产，乃以统制价格

政策，抑制当地种植青麻”。[4]58,62,64,123 伪满的农事

实验机构甚至为此还刻意终止了对于青麻的农

事改良实验。[17] 尽管青麻是东北农村急缺的作

物，农民不但种植的“需求甚殷”，还多通过私

下交易，逃避日伪统制政策，但青麻的种植比率

在伪满统治时期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 

可以说，对于伪满时期东北农作物的种植结

构变动，日本殖民者为掠夺战略物资而进行的设

计干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伪满时期的“农

业经营多样化”显然是为日本殖民者掠夺需要而
“量身定制”、强行催生的。不过，日本殖民者

当时极力推行种植的很多作物在灌溉、肥料、病

虫害防护、栽培技术等方面并不具备条件，而且

“出荷”收购价格往往低于生产成本，因此多数

东北农民对于这些作物的种植常常是消极甚至

是抵触的。同时，伪满当局在东北农村中的行政

控制力有限，往往仅集中于搜刮农产品，对生产

过程的直接干预能力相对很弱。因此，只有对其

最为急需的棉花、水稻、麻等少数几种农作物才

是其“应力图积极改良增产的”，而对大豆、高

粱及玉米等大多数农作物则只能“倾注主力改良

品种而增产任其自然发展”。[16]41 对于前者，即

使其种植对农民十分不利，日本殖民者仍可能通

过强制手段实现其小范围内的种植面积比率增

长。如棉花种植，因其收成极易受冻害和虫害因

素影响而很不稳定，加之伪满政府所订收购价格

极低，伪满时期的种棉户往往对此怨声载道。[18] 

不过，日本殖民者对棉花的生产和交易实行

了严格的统制，直接在年初时以“出荷指标”的

形式将棉花的收购数量逐级下达至农户；在收获

时，以不足平常市价十分之一的价格强制收购农

户收获的所有棉花，并严禁农户私下里进行任何

形式的棉花交易。“对完不成棉花出荷的棉户，

则施以酷刑。如‘跪板凳、打板子、压杠子、灌

凉水’等等。至于翻箱倒柜、打骂群众，则是家

常便饭”。[19] 另一方面，伪满当局还或多或少地

订立一些“奖励”措施来引诱农民种棉。如设定

一定“种棉奖励金”、对棉花种植组织一些诸如

棉种消毒之类的技术指导、对棉花出荷者额外配

给一定的豆油、肥料、棉布、粮食等。[4]120-122 其

中最后一点对当时东北农民的诱惑力尤其大。因

为在伪满统制经济体制下，出荷农产品几乎是普

通农户取得上述配给品的唯一途径。正是由于伪

满政府这种对棉花种植不遗余力地威逼利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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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推广，东北棉花的作物种植比率从 1931年的
0.28%膨胀至 1945年的 3.26%。尤为突出的是伪
满农产品统制政策推行最为疯狂的 1943 年至
1945年，其比率从 0.76%暴涨至 3.26%。 

尽管日伪当局对其所需农作物的掠夺手段

残暴，造成了一些作物种植比率的畸形增长，不

过，这种建立在强制威逼基础上的增长毫无生产

力组织上的支撑，归根结底是不可持续的。农民

在日寇敲骨吸髓的掠夺下全无增加生产的动力，

而伪满当局对于农产品增产的手段则多半依赖

于单纯的威逼。很多地区的农产品增产仅仅依靠

政策的宣传，强制开发很多不适合耕作的“荒地”

和逼迫非农劳动力参加农业生产。[16]456-460 在基本

的软硬件条件都不完备的情况下，很多急需农作

物的种植面积的增长都受到严重制约。以水稻种

植为例，由于先进栽培经验和技术只在日本和朝

鲜移民中传播，东北农民在光复之前普遍“仍缺

乏耕种水稻经验和技术”，[20] 加之水利设施修建

速度和技术远低于需求等原因，种植面积比率的

增长长期缓慢。“九·一八”事变后，大批朝鲜

移民开始在东北经营水田，水稻的种植比率迅速

的从 1931年的 0.58%上升到 1940年的 1.74%。
在水稻需求更加迫切的 1940年以后，其种植面
积的扩张速度却相对于其他作物明显放缓了，仅

保持在 1.7%左右，伪满后期水稻生产力反而出
现了整体上日渐下降的情况。另外，由于基层对

生产的控制力有限，日寇在“督励”“急需”的

农作物增产时，常常顾此失彼。如洋麻，尽管日

伪当局的需求十分迫切，种植面积比率经努力有

了一定提高，但是在伪满后期，因地方行政系统

的“指导”明显地向更需要的棉花作物倾斜，对

洋麻关注甚少，极大影响了洋麻种植面积的进一

步扩大。另外如苏子，尽管“苏油为高级涂料，

军事方面需要最大”，但因伪满政府收购价订立

得极低，而且无余力顾及在乡村中组织人力物力

进行生产和病虫害防治，苏子的种植面积比率不

增反降。[4]56-57,127 

四、结论 

农作物种植结构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农业经

济研究指标，其中能够反映技术、市场、政策等

诸要素在农户经济中的博弈。通过研究伪满时期

东北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动，我们至少可以从中判

明下列史实：其一，日本殖民者的农业掠夺政策

破坏了东北农村中原有的市场经济要素，使当地

农作物种植结构出现了向自给生产倒退的趋势；

其二，日本殖民者所谓的“农业经营多样化”，

只不过是根据其需要而设计的掠夺手段，非但没

有任何市场化分工的进步因素，反而在一定程度

上加重了东北农民的困苦；其三，很多日本殖民

者所急需的农作物扩张乏力，事倍功半，难以取

得相应收效，充分暴露其殖民统治荒诞暴虐的本

质及其农村政策长于掠夺而短于发展生产的特

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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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Cultivating Structure in Nor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Puppet Manchuguo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 History 

WANG Da-re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836, China） 

Abstract：The cultivating structure of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period of Puppet Manchukuo is a very important economic 
indicator, from which many characteristics under Japanese colonial rule can be discovered. Through the cross-comparison of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has rechecked the economic indicator. From the rechecked results, it is found out that there 

were two opposing trends in the countryside of Northeastern China at that time: firstly, the traditional commodity economy was 

destroyed, and the cultivating structure regressed to the self-sufficiency; secondly,  some new crops spread forcibly by the 

Japanese colonists according to their own needs showed abnormal growth. The two trends reveal that the agricultural policies of 

puppet Manchukuo resulted in remarkable damage to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ompared to its positive effects, and fully 

expose the tyranny as well as the plundering nature and absurdity of the Japanese colonists, who plundered agricultural products 

of Northeastern China below the cost, and forcibly spread crops they needed regardless of objective reality. 

Keywords: northeastern China; puppet manchukuo; crops; cultivating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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